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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生”空间转型的碳储量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特征是指导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基于人地关系理

论,运用动态度模型、变化轨迹方法探析了北京市“三生”空间分布格局和转型特征,借助 InVEST 模型和生态环境质量贡献率揭

示了北京市 1980～2020 碳储量时空分异特征和“三生”空间转型对碳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在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人类发展

需求推动“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人为诱导和自然转化两种转型方式呈现相互演替趋势；②1980～2020 年北京市“三生”空间

结构主要以生态空间为主,农业生产空间呈持续减少趋势,城镇生活空间则主要分布在主城六区；③40 年间“三生”空间转型剧

烈,其中 2000～2010 年最为显著,相比自然转化,人为诱导引起的转型变化占所有转型变化面积 92.68%；④1980～2020 年北京市

碳储量高值区域分布在生态涵养区,农业生产空间和草地生态空间转向林地生态空间是碳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相反,城镇和农

村生活空间对生态空间的侵占是碳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未来应调整并优化“三生”空间用地结构,依据“三生”空间转型规律,

强化空间用途管制,巩固提升区域固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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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目标与原则,确定了在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中生产、生活和生态 3 种空间（简称“三生”空间）的重要地位[1].“三生”空间既相互

独立又相互制约,任何空间比例的增大意味着其他空间比例的减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城镇

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三生”空间结构逐渐失衡,国土开发无序、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环

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和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陆地生态系统在在双碳目标行动中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2],

可显著抵消部分同期化石燃料和工业活动导致的碳排放,因此“三生”空间的协调融合发展

可以巩固和提升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举措之一[3]. 

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系统科学的重点研究主题,自 21 世纪初龙花楼等将土地利用转型

概念引入中国以来[4],众多学者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在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与理论、

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以及机制效应等方面相继开展研究[5~8].“三生”空间转型是土地利用

转型理论在新时代国土空间研究中的进一步深化与应用,是“国土空间-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其实质是人地要素的互动反馈促进了“三生”空间的形成与演化[9]. 

现阶段“三生”空间转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功能内涵[10,11]、识别划定[12,13]、评价与优化[14,15]、

冲突与重构[16,17]等方面.“三生”空间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尚处初步探索阶段,多基于景观生

态格局[18,19,]、生态环境质量[20,21]、生态服务功能[22,23]等方面,但基于城市人地关系视角下对

“三生”空间转型分类并讨论碳储量效应的研究较为鲜见.陆地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的碳汇空

间载体,研究“三生”空间转型及其碳储量效应,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强化国土空

间规划用途管控和落实双碳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市是推动实现绿色一体化的主战场.作为中国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满足未来高质量发展要求与国土空间规划“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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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前提下,应如何合理有效配置城市空间结构,构建未来绿色低碳的城市发展模式?鉴于此,

本文在人地关系视角下,探析“三生”空间转型及其碳储量效应,揭示空间内部与碳储量时空

变化特征,寻求碳汇潜力提升途径,希冀为促进区域土地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碳中和目标的早

日实现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三生”空间演变历程 

    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的需求经历了从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需求到追逐物质财富

再到满足精神需求的转变,受每种需求的牵引,“人地”之间相互作用,推动空间格局的转型
[24].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敬畏并依附自然,采集、渔猎等主要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禀赋条件

依赖性高,此时人的主观能动性较弱,属于典型的原生空间形态[25,26],碳汇空间规模要远大于

碳源空间；受生活需求的推动,农业文明社会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人类对“三生”

空间的作用程度逐渐增强,从环境中获取稳定资源的能力逐渐成熟,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

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空间,但生态空间还是居主导地位；工业文明时期,先进的科学

技术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释放,人类需求向多元化需求发展,衍

生出多元复杂的人地关系,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人类以牺牲农业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为代价,

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导致“三生”空间冲突和人地矛盾日益剧烈,出现资源破坏、能源短

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7],进入到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被迫改变“征服者”的姿态,重新

审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始注重生态保护,减少人类破坏行为；生态文明阶段

是人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人地关系表达,也是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大势的必然趋势.根据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生态环境质量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呈倒 U 形发展趋势[28],因此可通过

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合理规划等手段统筹把握“三生”空间比例关系，构建一个生产集约

高效、生活宜居适度、生态山清水秀的“三生”空间结构. 

 
图 1 人地关系视角下不同人类文明阶段“三生”空间及其转换类型与碳源碳汇演变趋势 

Fig.1 Evolution trend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spa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carbon 

source and carbon sink in different human civilization stag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1.2 “三生”空间转型分类 

人地关系是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互感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反映了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

的影响与作用,另一方面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与把握,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

顺应与抗衡[29].本文从人地关系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变化轨迹分析方法识别“三生”空间转



型过程,将“三生”空间转型变化轨迹分为人为诱导和自然转化两种轨迹类别,人为诱导是指

“三生”空间转型过程中受人类直接影响而发生的轨迹,受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规划政

策等因素影响,自然转化则是指受生态系统内部规律自然发生的或受人类间接影响的轨迹
[30].本文根据北京市“三生”空间历史演变轨迹特征,结合研究期内具体土地规划政策以及

转型案例的基础上,构建“三生”空间转型分类表（表 1）,例如将退耕还林还草、百万亩造

林、耕地撂荒、耕地“非农化”、砍伐林地和建设用地扩张等受人类直接影响的情形列为人

为诱导转型类别；将草地退化等受半自然半人工或纯自然转化情形列为自然转化转型类别. 

表 1  “三生”空间转型分类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table for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人为诱导 自然转化 

AP→FE,GE,WE,UL,RL,IP,OE - 

FE→AP,GE,WE,UL,RL,IP,OE FE→OE 

GE→AP,WE,UL,RL,IP GE→FE,OE 

WE→AP,UL,RL,IP WE→FE,GE,OE 

UL→AP,FE,GE,WE,RL,IP,OE - 

RL→AP,FE,GE,WE,UL,IP,OE - 

IP→AP,FE,GE,WE,UL,RL,OE - 

OE→AP,WE,UL,RL,IP OE→FE,GE 

注：AP为农业生产空间,FE为林地生态空间,GE为草地生态空间,WE为水域生态空间,UL为城镇生活空间,RL农村生活空间,IP

为工矿生产空间,OE 为其他生态空间. 

1.3 研究区概况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图 2）,

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为 2189.3 万人,共有 16 个市

辖区,行政辖区总面积为 16410 km2,首都功能核心区为西城区和东城区,生态涵养区包括门

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昌平和房山区；山地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62%,平原面

积约占 38%；森林覆盖率为 44.8%,森林蓄积量为 2520.67 万 m3.作为“率先达峰城市联盟”

的重点城市之一,要实现“双碳”目标,北京市不仅要做好碳排放的“减法”,更要做好生态

碳汇的“加法”,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保障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能力,以促进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 

 



图 2 北京市地理位置示意 

Fig.2 Location of Beijing 

1.4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北京市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从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CNLUCC）中选取分辨

率为 30 m 的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 5 期栅格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源.

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的分类系统采用二级分类系统,根据土地资源的自然属

性和利用属性,将一级分为 6 种类型,二级分为 23 种类型,经现场调查随机抽样和 Kappa 系

数检验,分类准确率均高于 90%[31,32].土地是一个多功能自然综合体,分主导功能和辅助功能
[33].本文利用土地利用主导功能来诠释不同“三生”空间类型,例如耕地具有生产和供给粮

食的生产功能,同时又可以维持生态系统和提供生态服务,在生活功能方面,耕地具有休闲教

育等功能.但是从土地利用角度而言,耕地的主要功能在于粮食生产即生产功能,因此将耕地

归为农业生产空间.因此按照“三生”空间分类方法,根据北京市自然地理格局,结合《全国

遥感监测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分类标准,建立新的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即 3 个一级

和 8 个二级分类体系（表 2）.参考《北京市统计年鉴》年均温、年均降水量数据修正碳密

度. 

表 2  “三生”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类型衔接表 

Table 2  Corresponding tabl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and land use type 

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 
《全国遥感监测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的二级地类 

一级地类（代码） 二级地类（代码） 

生产空间（PS） 农业生产空间（AP） 水田、旱地 

 工矿生产空间（IP） 工矿、交通建设用地 

生活空间（LS） 

 

城镇生活空间（UL） 县镇以上建成区用地 

农村生活空间（RL） 独立于城镇以外的农村居民点用地 

生态空间（ES） 林地生态空间（FE） 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和其他林地 

 草地生态空间（GE） 高、中和低覆盖度草地 

 水域生态空间（WE） 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永久性冰川雪地、滩涂和滩地 

 其他生态空间（OE） 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地、裸土地、裸岩石质地和其他未利用地 

 

1.5 研究方法 

1.5.1 “三生”空间动态度模型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区域空间位置存在时空差异,导致其不同“三生”空间类型

的变化幅度和速度不同.本文引入单一“三生”空间类型动态度和“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

单一“三生”空间类型动态度反映的是一定时间范围内,研究区某一种“三生”空间类型面

积变化的速率,侧重于分析各“三生”空间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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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 K 为研究期内某类“三生”空间动态度,即年变化率； iU 和 jU 分别为研究

初期及末期某类“三生”空间的面积；T 为年限长度. 

“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描述的是整个研究区“三生”空间数量变化的总体速度,可用

于“三生”空间动态变化的区域空间差异研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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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2）中, LC 为研究区“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 iLU 为研究初期第 i 类“三生”空

间面积； jiLU  为研究期内由第 i 类“三生”空间转化为第 j 类“三生”空间的面积的绝

对值, n 为“三生”空间类型的数量；T 为 2 期间隔的时间. 

 

1.5.2 “三生”空间变化轨迹分析 

与传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方法对两期数据进行对比不同，变化轨迹分析方法可以追溯 2

个及以上研究期连续或不连续转型变化过程[34,35].引入该方法旨在描述“三生”空间转型变

化规律和特征,可根据每种“三生”空间类型每个像元时序变化来追踪和恢复转型轨迹.变

化轨迹代码中的数字或字母代表研究期内相应栅格对应的“三生”空间类型,本文将采用数

字作为轨迹代码（1～8 分别表示：农业生产空间、林地生态空间、草地生态空间、水域生

态空间、城镇生活空间、农村生活空间、工矿生产空间和其它生态空间,例如：代码 11233

表示农业生产空间先向林地生态空间再向草地生态空间转型）.用公式表示为： 

      aa
xa

a
x

a
xx CCCY   101010 2

2
1

1
        （3） 

式（3）中, xY 为研究时序内各栅格对应的变化轨迹代码,代表具体转型过程；a 为研究

时序内时间节点数；Ca 为第 a 个时间节点的土地利用栅格属性；此公式适用前提为研究区

“三生”空间类型数量＜10. 

 

1.5.3 “三生”空间碳储量计算 
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型以其成本低、评估精

度高、参数获取灵活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结果的可视化表达等特点被广泛使用.本文运

用 InVEST 模型中 Carbon 模块计算“三生”空间碳储量,该模块包括：地上生物碳、地下生

物碳、土壤碳和死亡有机碳.碳储量计算公式为： 

              

)CCCC(AC djsjbj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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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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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式（4）中, iCtotal 为区域 i 的总碳储量； ijA 分别为区域 i“三生”空间类型 j 的面积； ajC 、

bjC 、 ajC 和 djC 分别为“三生”空间类型 j 的地上地下生物碳密度、土壤碳密度和死亡有机

物碳密度； n 为“三生”空间类型的数量. 

考虑到碳密度地域差异性,本文在已有土地利用碳密度数据基础上,主要参考有关北京

市碳密度研究成果[36~39],部分数据参考全国与北京同气候带地区的有关文献[40~43].因碳密度

值随土壤性质、降水和气温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故需对其进行修正.年均气温和年均降水量

与生物量的关系采用 Alam 等[44]研究中的公式作为修正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碳密度值的公式,

采用Giardina等[45]和陈光水等[46]研究中的修订方法用年均降水量因子修正土壤碳密度值,以

此最终构建北京市“三生”空间碳密度（表 3）. 

表 3  北京市“三生”空间碳密度  （t/hm2） 

Table 3  The carbon density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Beijing  （t/hm2） 

“三生”空间类型 植被地上碳密度 植被地下碳密度 土壤碳密度 死亡有机物碳密度 



农业生产空间 12.49 2.56 29.51 1.06 

林地生态空间 38.52 20.55 123.28 1.93 

草地生态空间 18.75 16.27 49.25 19.65 

水域生态空间 1.62 0.48 75.45 0.15 

城镇生活空间 3.64 1.82 6.25 0 

农村生活空间 3.78 1.99 6.48 0 

工矿生产空间 3.58 1.78 6.25 0 

其他生态空间 0.96 1.01 9.09 0.30 

 

1.5.4 “三生”空间碳储量贡献率 

本文借助生态环境质量贡献率计算方法[47],通过构建碳储量贡献率指标,反映影响碳储

量变化的主要“三生”空间转型类型.表达式为： 

)CA/LALE(LELEI 01 tt                      （5） 

式（5）中, LEI 为“三生”空间转型的碳储量贡献率； t1LE 和 t0LE 研究期末期和初期

“三生”空间碳密度；CA 为“三生”空间转型面积； LA为总碳储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生”空间时空特征 

依据北京市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三生”空间现状数据,分

析 5 个时点“三生”空间格局和结构演化特征（如图 3 和表 4 所示）.结果表明：北京市 1980～

2020 年“三生”空间结构以生态空间为主,占据研究区国土总面积的比例介于（53.41%～

56.36%）,生产空间次之（24.02%～36.82%）,生活空间最少（7.89%～22.57%）.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人口规模扩大,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地关系愈加

复杂,“三生”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变化最为明显.由于城

乡占地规模的不断扩大,1980～2020 年城镇生活空间呈现“先加速后减速”扩展趋势,增加

了 103179.33 hm2,增幅为 221.38%,其中 1980～2010 年呈“摊大饼”式扩张,2010 年城镇生

活用地面积达到 257602.86 hm2,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2010～2020 年北京市

城镇生活空间减少 107815.68 hm2；农业生产空间面积持续降低,由 1980 年的 590415.75 hm2

锐减到 2020 年的 366444.90 hm2,减少了 223970.85 hm2,减幅为 37.93%,相反,农村生活空间

和工矿生产空间分别持续增加了 89267.76 hm2 和 20568.96 hm2.林地和水域生态空间面积总

体呈增加趋势,分别增加了 17722.08 hm2 和 2104.11 hm2；其他生态空间面积也有一定程度的

增加,增加了 1562.67 hm2. 

按照“三生”空间二级分类空间,在研究期内,农业生产空间、林地生态空间和草地生态

空间分布较为广泛,三者面积和比重介于 75%～89%.受地形和水利条件的影响,农业生产空

间重点分布在东部和东南部平原地区,小部分则在西北山地,相比其它区域,大兴、顺义、延

庆和房山 4 个区农业生产空间较大,占全市农业生产空间面积的 60%左右；林地生态空间呈

“片状”主要分布在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怀柔、延庆、密云、房山和门头沟区地势较高,

林地覆盖度较大；草地生态空间集中分布在房山、门头沟和怀柔等区；水域生态空间分布在

密云、延庆、怀柔和平谷块状水库区域；城镇生活空间斑块具有较强连续性,呈“放射状”

分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扩展区；农村生活空间和工矿生产空间散点形态零星分布

在研究区近郊和远郊区域,其他生态空间则零星分布在主城六区（东城、西城、海淀、丰台、

朝阳和石景山区）外围. 

 



表 4  北京市 1980～2020 年“三生”空间面积及变化  （hm2） 

Table 4  Area change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Beijing from 1980 to 2020  （hm2） 

年份/年 
生产空间（PS） 生活空间（LS） 生态空间（ES） 

AP IP UL RL FE GE WE OE 

1980 590415.75 13729.05 46607.85 82823.40 730768.86 136005.12 40140.00 113.22 

1990 585421.92 14901.39 48488.40 83460.96 731873.07 136556.10 39740.22 113.49 

2000 491259.69 21059.82 103504.86 100068.12 743778.63 129626.73 51148.26 113.13 

2010 379931.13 14094.99 257602.86 112696.74 732234.78 111319.11 32557.32 170.73 

2020 366444.90 34298.01 149787.18 172091.16 748490.94 125523.45 42244.11 1675.89 

1980～1990 −4993.83 1172.34 1880.55 637.56 1104.21 550.98 −399.78 0.27 

1990～2000 −94162.23 6158.43 55016.46 16607.16 11905.56 −6929.37 11408.04 −0.36 

2000～2010 −111328.60 −6964.83 154098.00 12628.62 −11543.85 −18307.62 −18590.94 57.60 

2010～2020 −13486.23 20203.02 −107815.68 59394.42 16256.16 14204.34 9686.79 1505.16 

1980～2020 −223970.90 20568.96 103179.33 89267.76 17722.08 −10481.67 2104.11 1562.67 

 

 

图 3  北京市 1980～2020 年“三生”空间格局 

Fig.3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pattern in Beijing from 1980 to 2020 

 

2.2 “三生”空间动态度 

引入动态度模型可及时掌握“三生”空间动态信息,揭示其内部变化规律,为“三生”空

间的规划、管理、保护和利用提供可靠依据。北京市 1980～2020 年各类“三生”空间动态

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其他生态空间（34.51%）、城镇生活空间（5.53%）、工矿生产空间（3.75%）、

农村生活空间（2.69%）、农业生产空间（−0.95%）、草地生态空间（−0.19%）、水域生态

空间（0.13%）和林地生态空间（0.06%）.1980～1990 年所有“三生”空间类型变化较为平

缓,动态度均为最小值.2000～2010 年农业生产空间、草地生态空间、水域生态空间和城镇生

活空间变化较为剧烈,速率较快. 



经测算得到北京市 5 个时段各区域“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时空变化,利用 ArcGIS10.7

自然断点法将综合动态度水平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 5 个等级（图 5）.北京市

1980～2010 年 3 个时段内“三生”空间变化速度呈现增加趋势,综合动态度由 0.03%增加至

1.02%,表明社会经济活动对“三生”空间格局的影响较为剧烈,但自 2010 年开始出现转折,

综合动态度逐渐下降,“三生”空间变化水平逐渐平稳由 1.02%降至 2020 年的 0.36%.从区

域差异视角分析,不同区域“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空间异质性较为明显,40 年间海淀区

（1980～1990 年：4.13%）、朝阳区（2000～2010 年：3.90%）、丰台区（1980～2020 年：

4.65%）和大兴区（2000～2010 年：4.33%）“三生”空间变化程度较为活跃；相反,西城区、

东城区和门头沟区“三生”空间变化程度较为缓慢.综合来看,主城六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处较高水平；受自然地理格局影响,生态涵养区土地利用开发程度

较低,“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处较低水平. 

 

图 4 北京市“三生”空间动态度 

Fig.4 Dynamic degree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Beijing 

 
图 5 5 期各区“三生”空间综合动态度 

Fig.5 Synthetic dynamic degree of different distric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5 periods 



2.3 “三生”空间变化轨迹 

基于北京市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 5 期“三生”空间栅格数据,

运用 ArcGIS10.7 中的栅格计算器工具对其进行变化轨迹分析.时间序列中包含 5 个时间点,

理论上共存在 85=32768种变化轨迹代码,具有实质性变化轨迹 1964种,通过对转型面积大小

排序，在面积变化大于 100 hm2 的变化轨迹选中取前 20 种轨迹代码，这 20 种轨迹代码的面

积占所有变化轨迹代码总面积的 86.5%,可代表北京市在研究时序内“三生”空间转型主要

轨迹类型. 

追溯每种“三生”空间转型变化历史轨迹,北京市 1980～2020 年各“三生”空间类型均

有不同程度的转型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空间、林地生态空间、草地生态空间和农村生

活空间的转型变化（表 5）.其中,农业生产空间共向城镇生活空间转出 72042.84 hm2,占前

20 种主要轨迹代码总面积的 23.43%,其次为“11166”对应的变化轨迹,向农村生活空间转

出 34912.62 hm2（11.36%）,从空间分布来看,这 12 种农业生产空间转型变化主要发生在朝

阳、海淀、丰台和大兴区（图 6）.林地和草地生态空间转型对应的 5 种变化轨迹主要发生

在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和平谷区,“22223”、“33322”和“33332”代码表现为林地和

草地生态空间的相互转化,林地生态空间向所有其他“三生”空间类型转型变化中,向农业生

产空间转出比率最大（代码：22211）,为 3.82%；草地生态空间则共向林地生态空间共转移

19461.58 hm2,转移比率为 6.33%.农村生活空间主要表现为向农业生产空间（代码：66611）

和城镇生活空间转型（代码：66555 和 66655）,空间变化位置主要在朝阳、顺义、通州和昌

平区. 

通过变化轨迹分析方法识别北京市“三生”空间人为诱导转型和自然转化转型过程中,

不难发现,人类活动是引起北京市三生空间转型的重要原因,人为诱导转型起主导作用.具体

表现在：在前 20 种变化轨迹代码中,除自然转化外（代码：33322 和 33332）,因人为诱导发

生转型变化面积占所有转型变化总面积的 92.68%,其中较为明显的转型变化是:农业生产空

间不断被侵占,用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其次,林地生态空间也被大面积占用为农业生产空

间和农村生活空间. 

 

表 5  北京市 1980～2020 年“三生”空间转型主要轨迹代码面积比例统计  （hm2） 

Table 5  Statistics on the main trajectory code area ratio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Beijing from 1980 to 2020  （hm2） 

轨迹代码 栅格数量 面积 比例（%） 轨迹代码 栅格数量 面积 比例（%） 

11112 158835 14295.15 4.65 11656 58572 5271.48 1.71 

11116 161692 14552.28 4.73 11666 105536 9498.24 3.09 

11117 102860 9257.40 3.01 22211 130377 11733.93 3.82 

11122 122857 11057.13 3.60 22223 48620 4375.80 1.42 

11155 394212 35479.08 11.54 22266 45629 4106.61 1.34 

11156 279418 25147.62 8.18 33322 170384 15334.56 4.99 

11157 50979 4588.11 1.49 33332 45858 4127.22 1.34 

11166 387918 34912.62 11.36 66555 119319 10738.71 3.49 

11222 48478 4363.02 1.41 66611 58918 5302.62 1.72 

11555 406264 36563.76 11.89 66655 58862 5297.58 1.72 



 

图 6 北京市 1980～2020 年“三生”空间转型主要轨迹代码与分类分布 

             Fig.6 Code and classific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trajectories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Beijing from 1980 to 2020 

2.4 “三生”空间转型的碳储量时空特征 

    从碳储量数值演变特征分析,北京市碳储量整体呈现逐期先增后减再回升的发展态势

（表 6）.1980、1990、2000、2010 和 2020 年的碳储量分别为 180.57×106、180.62×106、

179.59×106、170.93×106和 175.25×106 t,40 年间碳储量共计损失 5.32×106 t,年均减少 0.13×106 

t.其中林地生态空间承载着研究区重要碳汇空间,其碳储贡献率高达 75%；其次为农业生产

空间,占总碳储量的 15%,这是因为研究区多种植小麦和玉米等农作物,蕴含较高的地上和地

下生物量,固碳能力较强所致.在 5期碳储量变化中,2000～2010 年期间碳储量整体变化起伏

较大,生态空间的侵占诱使碳储量损失较为严重,相反,2010～2020 年,依托于生态城市建设

规划要求,北京市通过明确划定禁止建设地区、大力推进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提升了生态系

统碳汇增量.另外,1980～2020 年各“三生”空间类型碳储量增减变化特征基本与单一“三

生”空间类型动态度特征保持一致,农业生产空间碳储量减少量和林地生态空间碳储增加量

最大,分别为 10.22×106t 和 3.26×106 t. 

表 6  北京市 1980～2020 年“三生”空间碳储量结构变化 （t） 

Table 6  Changes in the Carbon Storag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Beijing from 

1980 to 2020 （t） 

年份/年 
生产空间（PS） 生活空间（LS） 生态空间（ES） 

AP IP UL RL FE GE WE OE 

1980 26.93 0.16 0.55 1.01 134.67 14.13 3.12 0.001 

1990 26.71 0.17 0.57 1.02 134.87 14.19 3.09 0.001 

2000 22.41 0.24 1.21 1.23 137.06 13.47 3.97 0.001 

2010 17.33 0.16 3.02 1.38 134.94 11.57 2.53 0.002 

2020 16.72 0.40 1.75 2.11 137.93 13.04 3.28 0.019 

1980～1990 −0.23 0.01 0.02 0.01 0.20 0.06 −0.03 0.00 

1990～2000 −4.30 0.07 0.64 0.21 2.19 −0.72 0.88 0.00 

2000～2010 −5.08 −0.08 1.81 0.15 −2.12 −1.90 −1.44 0.001 

2010～2020 −0.62 0.24 −1.27 0.73 2.99 1.47 0.75 0.017 

1980～2020 −10.22 0.24 1.20 1.10 3.26 −1.09 0.16 0.018 



从碳储量空间分布格局分析,碳储量损益程度受“三生”空间转型影响显著.1980～2020

年北京市碳储量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性明显,呈现出从城区向周边地区递增的空间态势（图 7）.

就行政区而言,碳储量高值区域重点分布在研究区北部林草资源禀赋优越的延庆、怀柔和密

云区,三者碳储量介于 85.69×106 t～86.47×106 t；碳储量低值区域主要呈斑块状分布在主城六

区地段,该区域地势较为平缓,重点开发区逐步扩张,碳汇潜力逐渐减弱,由 6.50×106 t 减少至

4.72×106 t.而对功能区而言,生态涵养区作为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区,是城市的“大氧吧”和

“后花园”,在首都碳汇空间布局中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其碳储量占总量的 88.78%以上,

与此相比,首都功能核心区碳储量微乎其微,研究期内均小于 0.11×106 t. 

 

图 7 北京市 5 期“三生”空间碳储量分布 

Fig.7 Carbon storag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5 periods in Beijing 

2.5 “三生”空间转型的碳储量贡献率 

“三生”空间转型变化对人地系统碳储量的影响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其中人类诱导和

自然转化两种转型类型具有两重属性,二者转型变化过程既有固碳效应,又有失碳效应,在系

统内部这两种效应可相互抵消,使碳储量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数值的稳定并不意味着生态环

境没有发生改变.北京市 1980～2020 年共有 1964 种转型变化轨迹,利用式（5）经过筛选得

到各类“三生”空间转型引致的主要碳储量贡献值（图 8）.综合来看,研究期内农业生产空

间与林地生态空间、林地生态空间与草地生态空间以及农业生产空间和草地生态空间的相互

转化,主导了北京市碳储量的变化,转换贡献率总占比为 75%.提升研究区碳汇功能的“三生”

空间转型类型较为集中,农业生产空间转向林地生态空间和草地生态空间的正碳储量效应贡

献值分别为 6.942,1.464,总贡献占比为 38.51%,表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可显著提高研

究区碳汇能力,其次,水域、草地和其他生态空间向林地生态空间的为研究区盈得 4.693×106 t

碳储量.在转型的碳储量负效应中,农业生产空间转向生活空间的贡献率最大,占负碳储量效

应的 39.54%,诱致碳储量损失 2.427×106 t,说明侵占耕地建房等耕地非农化行为会导致碳储

量减少.另外,受草地退化和耕地撂荒影响,农业生产空间和草地生态空间向其他生态空间转

型引致的碳储量减少量仅占负碳储量效应的 0.23%. 

总体而言,1980～2020 年北京市同时存在着生态碳汇潜力改善和减弱的两种趋势,碳汇



潜力改善的趋势大于碳汇潜力减弱的趋势,碳汇潜力改善的程度不断加大.林地生态空间和

农业生产空间的转入和转出是碳储量增减变化的重要因素.相比自然转化转型变化,人类诱

导转型变化导致的碳储量变化量更大,同时,人类诱导转型变化导致的碳储量损失量大于其

导致的碳储量增加量,而自然转化转型变化则恰恰相反. 

 

 

图 8 北京市 1980～2020 年“三生”空间碳储量贡献率 

Fig. 8 Contribution rate of carbon storage in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of Beijing from 1980 to 

2020 

 

3 讨论 

3.1 固碳能力提升途径 

基于人地关系理论,通过探析“三生”空间转型及其碳储量效应,揭示“三生”空间格局

演变过程,统筹把握空间内在联系；依据“三生”空间转型规律,针对不同的空间类型制定相

应的管制措施,寻求固碳能力提升途径,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1）优先保护并扩大现有林地生态空间规模.林地生态空间具有较强的碳抵消能力,且

碳汇潜力的改善主要来源于人为诱导下的林地生态空间的扩大,即得益于北京市近年来坚持

的百万亩造林计划,但其仍然不足以弥补人为诱导下的碳损失量.因此,北京市可在规划约束

条件基础上,扩展人为诱导方式和模式,持续推进造林计划增加林地空间规模,提高林地生态

空间提供的碳汇质量和总量. 

（2）提升农业生产空间固碳减排能力.农业生产空间是北京市第二大碳汇空间,碳减排

潜力较为突出,其碳储量主要包括农田植被和土壤有机碳库,因此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因地制宜的探索农业生产空间绿色低碳提升路径. 

（3）保障城镇生活空间减量体质、集约高效利用.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坚守建设用地规

模底线,控制城镇及农村生活空间对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挤占,科学引导造林空间优

先向城镇生活空间布局. 



（4）严格守护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生态涵养区占全市面积的 68%,其碳储量占总量的

88.78%,是北京重要生态屏障和碳汇承载区,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阵地,更是首都探索

碳中和路径的先行区,因此应严格管控和守护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为其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提供集约高效可持续的空间支撑. 

3.2 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人地关系理论视角下,结合变化轨迹分析结果,根据人类对“三生”空间干预程度

的高低,将“三生”空间转型定性地分为人为诱导和自然转化两种类别,可体现人为和自然因

素对研究区“三生”空间转型及其碳储量效应的影响大小,为未来指导区域制定适应生态文

明目标的三区管制策略提供实践依据.表 1 中的分类结果是通过转型案例以及相关规划政策

等内容为依据构建,北京市城市化水平较高,“三生”空间人为干预程度较大,因此分类结果

中人为诱导类转型方式较为集中,但换作其他生态环境恶劣、人口较少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的区域,分类结果可能不同,比如因缺水、盐渍化等自然因素导致的耕地退化属自然转化类转

型方式.但该种分类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转型过程较为复杂的情况下,该方法可能不适

用,即使变化轨迹结果相同,如果经历了多步转型过程,无法将其简单列为人为诱导和自然转

化中的任何一类. 

“三生”空间转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且随时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转型,本文只跟

踪了 1980～2020 年 5 期“三生”空间转型过程,每期时间间隔为 10 年,时间间隔的长短也可

能导致空间转型及其碳储量变化趋势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此外,某种“三生”空间类型可能在

计算前不久经历了转型过程,影响了使用该“三生”空间真实碳密度,致使碳储量效应可能被

低估或高估了.碳储量变化除了受“三生”空间转型外,还受大气碳循环过程等因素的影响.

碳密度修正方法中目前还未有通过气温上升和土壤有机碳下降的关系表达,目前无法确定其

具体修正系数.为了更好的了解区域“三生”空间转型与碳储量的互耦关系,未来应该加强转

型过程的参数化设计,建立更加科学精准的碳汇计量方法,为“双碳”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4 结论 

（1）“三生”空间转型的实质是人地系统中人与地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在人地关系视

角演绎了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人为诱导和自然转化两种转型方式.这两种转型分类方法可以间

接揭示人为诱导和自然转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积极和消极影响.相比自然转化,北京市人

为诱导转型导致的碳储损失量较为严重. 

（2）北京市“三生”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三生”空间结构以林地生态空间、农业生产

空间和草地生态空间为主,其中农业生产空间规模持续减小；主城六区城镇生活空间扩张显

著且动态度变化强烈,但在 2010～2020 年得到缓和；西城区、东城区和门头沟区“三生”空

间变化程度最为缓慢. 

（3）1980～2020 年,北京市“三生”空间转型剧烈,相比自然转化,人为诱导引起的转

型变化占比较大,占所有转型变化总面积的 92.68%；变化轨迹特征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空间、

林地生态空间、草地生态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之间的相互转化. 

（4）北京市碳汇潜力改善和减弱趋势并存,但改善趋势大于其减弱趋势.40 年间共损

失碳储量 5.32×106 t,呈现出中心城区向周边地区递增的空间态势,碳储量高值区域主要集中

在生态涵养区,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农业生产空间转向林地和草地生态空

间产生正的碳储量效应,相反,生活空间对农业生产空间的占用对碳储量有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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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transi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Beijing and its effect on carbon stor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land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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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rbon storage effect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s important basis for guiding regional l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dynamic degree models and 

change trajectory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Beijing, The InVEST model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were used to reveal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storage in 

Beijing from 1980 to 2020,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n carbon storag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① In the stage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needs drive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and the two 

transformation methods of artificial induction and natural transformation present a trend of mutual succession; ① 

From 1980 to 2020,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Beijing mainly focused on 

ecological space,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 showing a continuous decreasing trend, and urban living spac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ix districts of the main city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has been intense,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period from 2000 to 2010. 

Compared to na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caused by human induction accounted for 92.68% of all 

transformation areas; ① From 1980 to 2020, the high value areas of carbon storage in Beijing were distributed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carbon storage was the shif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 and grassland ecological space to woodland ecological space. On the contrary, the encroachment 

of urban and rural living space on ecological space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rease of carbon storag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land us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space us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regional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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